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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对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的影响： 
家庭质量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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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父母教养方式、家庭质量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2 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就诊的 136 个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包括一般情况调

查、儿童生存质量量表（PedsQL4.0）、儿童生命质量家庭影响模块（Peds QLTMFIM）2.0 及父母的养育方式和维度问

卷（PSDQ）。家庭功能、父母教养方式及生活质量得分之前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  专制型父亲教养方式对肝移植术后儿童的总体生活质量（B=-0.93，95%CI 为 -1.44~-0.42）及家庭质量（B= 
-0.75，95%CI 为 -1.31~-0.18）均存在负面影响。家庭质量与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呈正相关（B=0.49，95%CI 为

0.35~0.6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存在父亲专制型教养方式通过家庭质量影响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的路径，且直

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为 -0.64，95%CI 为 -1.12~-0.16）。结论  改善父母的教养方式，特别是减少父亲的专制型教

养方式，并提升家庭质量，对于促进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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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ldre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quality

YANG Kexin1， ZHOU Qing2， ZHANG Xianling3， REN Fangfei， CHEN Xiangwei1， ZHU Liping3， DUAN Mengqi1 
（1.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 2.Department of 

Nursi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 3.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and Liver 
Transplantation Center，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Duan Mengqi， E-mail: duanmq@mail.sysu.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quality of life， parenting styles， and family quality 
in childre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hirty-six families of pediat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 
admitted to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between April 2023 and February 2024 were enrolled. The study 
instruments included a general survey， the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4.0 （PedsQL4.0），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Family 
Impact Module （PedsQLTMFIM） 2.0 and the 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 （PSDQ）.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parental education style, and quality of life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Paternal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of pediatric recip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B=-0.93， 95%CI：-1.44 to -0.42） and family quality （B=-0.75， 95%CI： -1.31 to -0.18）. Family 
qual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hildre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B=0.49， 95%CI： 0.35 to 
0.62）.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aternal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could influence children’s quality of lif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through family quality， and the direct effect was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0.64， 95%CI： -1.12 to -0.16）. 
Conclusion Improving parenting styles， especially reducing paternal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s， and elevating family quality are 
of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hildre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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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

仅没有疾病和虚弱，还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福

祉以来，生活质量在医疗保健领域变得越来越重

要［1］。特别是对于肝移植术后儿童，他们普遍面

临生活质量低下的问题。既往研究表明，肝移植

术后 1、3、5 年的儿童生活质量低于成年患者［2-4］。

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术后短期内，即使在术后 10
年甚至 20 年，其生活质量仍低于正常人群。目前

国内外关于儿童肝移植术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手术相关因素和患儿自身因素，对家庭因

素的研究较为有限［5-6］。美国心理治疗专家 Murray
教授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视为一个相互依

赖、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每位成员的行为和情

感状态均会影响整个家庭质量和个体的发展［7］。这

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家庭成员的直接互动中，还受

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其中父母的

教养方式对儿童生活质量有重要影响。研究者在

一项针对患囊性纤维化、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

等慢性病儿童家庭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情绪支持

型教养方式与儿童较高的生活质量相关，而消极

型教养方式则会降低儿童的生活质量［8］。家庭质量

也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息息相关，Shameer 等［9］的研

究发现，权威型教养方式与留守儿童家庭的良好

功能表现相关，而专制型教养方式则会削弱家庭

质量。Papadopoulos 等［10］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

家庭的研究证实，父母采取正向教养方式可以提

升家庭质量。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假设：作为家庭教

养方式的直接执行者，父母在儿童因终末期肝病

进行肝移植手术后，承受的照护压力会影响他们

对待患儿的态度，从而影响其教养方式的选择和

形成。然而，目前尚无相关研究对此加以验证。

为此，本研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探讨父母教养

方式对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的影响，并进一

步分析家庭质量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

用，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2 月于中山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就诊的儿童肝移植患者家庭为研究

对象，一对一匹配患病儿童及父母。本研究经中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

SL-II2023-221-01）。本研究已获得所有参与者知情

同意，调查过程不影响患儿医疗就诊。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儿年龄≤ 14 岁；②肝移植术后

超过 6 个月；③肝移植术后儿童的主要照顾者为其

父母。

排除标准：①肝移植术后儿童单亲或父母离

异者；②父母为供体仍在住院者。

1.3 样本量计算

采用问卷调查法样本量计算方法确定样本

量［11］。选择公式 n = （Z1-α σ/δ）2，根据陆晔峰等［12］

研究中的肝移植患儿生活质量得分为（76±15）
分，取 σ 为 15、α 为 0.05、δ 为 4，并且考虑 10%~ 
20% 的样本丢失率，根据公式计算所需最小样本

量为 66，本研究实际纳入 136 例。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别调查肝移植术后儿童的一般情况

资料、生活质量、父母教养方式及家庭功能，研

究工具由以下 4 个部分组成。

1.4.1 一般情况资料

包括患儿年龄、移植年龄、患儿出生时父母

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主要照顾者等。

1.4.2 儿童生存质量量表

儿童生存质量量表（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PedsQL4.0）涵盖生理、情感、社交和

学校 4 个维度，各维度分别包括 8 个、5 个、5 个

和 5 个条目［13］。自评和代评量表内容基本一致，

但表述方式和人称随年龄不同。每个条目评估参

与儿童在过去 1 个月内的困扰程度。5~12 岁儿童

和父母代评分为 5 级（0 代表从不，1 代表几乎没

有，2 代表有时有，3 代表经常有，4 代表一直有），

5~7 岁儿童简化为 3 级（0 代表从不，2 代表有时

有，4 代表经常有）。评分转换为 0~100 分，得分

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74~0.82，具有良好的信度。

1.4.3 儿童生命质量家庭影响模块 2.0 量表

儿 童 生 命 质 量 家 庭 影 响 模 块（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Family Impact Module，
PedsQLTMFIM）2.0 量表包括 8 个维度，分别是生

理功能（6 个条目）、情感功能（5 个条目）、社

会功能（4 个条目）、认知功能（5 个条目）、沟

通（3 个条目）、忧虑（5 个条目）、家庭日常活动

（3 个条目）和家庭关系（5 个条目）［14］。前 4 个

维度评估家长的生活质量，后两个维度评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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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得分转化为 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更佳

的家庭功能和生活质量。研究显示，量表的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各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0.93，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4.4 父母的教养方式和维度问卷

父母的教养方式和维度问卷（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PSDQ）是基于 20 世

纪 60 年代 Robinson 和 Mandleco 提出的 3 种父母

教养风格理论［15］。该问卷在国际上广泛应用，具

有良好的客观性和稳定性。PSDQ 由 2 份平行形

式问卷组成，由儿童父母分别填写，评定自己和

配偶对孩子行为的频率。问卷共有 62 项，将教养

方式分为 3 种类型，即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

并细分为 11 个子因素。权威型包括 27 项，涵盖

温暖和投入、理性 / 引导、民主参与和温和 / 和蔼，

得分范围为 27~135 分。专制型包括 20 项，涵盖

言语敌对、体罚、非理性 / 惩罚性策略和命令，得

分范围为 20~100 分。宽容型包括 15 个项目，涵

盖不一致、忽视不当行为和缺乏自信，得分范围

为 15~75 分。每项采用 5 级李克特量表评分（从

“从不”到“总是”），每种教养方式的得分通过计

算各项目的平均得分得出，得分越高代表该教养

方式在日常养育中的使用频率越高。

1.5 质量控制

明确研究目的后，制定科学的调查方案，包

括调查对象、方法、范围、时间安排和问卷指导

语。由研究者亲自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向受访者

介绍研究目的及填写要求，填写完成后现场回收

问卷。收集的问卷统一编号，双人双输入录入数

据，不一致处进行核查确保准确性。缺失项超过

20% 的问卷视为无效，予以删除。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7.0 以及 R 4.2.2 进行数据清洗、

整理和分析。在描述性分析中，连续性变量采用

描述。考虑到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连续

型变量同时采用 M（P25，P75）进行描述，分类变

量采用频数 n/（%）描述，同时报告各变量的缺

失值。对于缺失值，少量随机缺失数据采用多重

插补处理；对存在较高比例或系统性缺失的样本

予剔除，以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家庭功能、

父母教养方式及生活质量得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中介效应分析采用 R 语言中

的 Mediation 包进行分析。所有假设的检验水准设

置为双侧 α=0.05。

2 结 果

2.1 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的一般情况

本研究纳入的 136 个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中，

儿童平均年龄为 5.4 岁，多数儿童年龄集中在 2~6
岁。患儿出生时的父母年龄分别为（31.2±5.4）
岁（父亲）和（29.1±5.1）岁（母亲），约一半的

父母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儿童主要照顾者多为

母亲。见表 1。

表 1 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Table 1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项 目 结果 缺失 /n
家庭数 /n 136
患儿年龄 / 岁   （5.4±4.0）a ，4.0（2.6，6.9）b 0
患儿移植年龄 / 岁   （3.1±3.7）a ，1.1（0.6，5.0）b 1
患儿出生时父亲年龄 / 岁 （31.2±5.4）a ，31.0（27.0，35.0）b 2
患儿出生时母亲年龄 / 岁 （29.1±5.1）a ，28.0（25.0，32.3）b 1
父亲受教育程度 /n（%） 2

高中及以下 65（48.5）
大学及以上 69（51.5）

母亲受教育程度 /n（%） 1
高中及以下 66（48.9）
大学及以上 69（51.1）

患儿主要照顾者 /n（%） 1
母亲 103（76.3）
父亲 11（8.1）
父母双方   21（15.6）

注：数据描述形式，a ，bM（P25，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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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生活质量及

家庭质量的情况

肝移植术后儿童父母主要采用权威型教养方

式，其次是专制型，最后是宽容型。其中，母亲

的权威型教养方式得分较高，父亲对母亲的权威

教养方式评价也较高，而在专制型和宽容型教养

方式上，父亲和母亲的评分相似。见表 2。
2.3 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与父母教养方

式、家庭质量的关联

在父母教养方式方面，专制型父亲教养方式

对患儿的总体生活质量有影响，父亲专制性教养

方式程度越高，患儿的生活质量越差（B=-0.93，

95%CI 为 -1.44~-0.42），见表 3。
进一步校正基本人口学信息（患儿年龄、患

儿移植年龄、主要照顾者、患儿出生时的父母年

龄以及文化程度）后，父亲的专制教养方式对肝

移植术后患儿的生活质量有负面影响（B=-0.98，
95%CI 为 -1.48~-0.48），在同时校正了母亲的教

养方式得分后，该影响依然明显（模型 2）。同时，

母亲评价的父亲专制教养方式也得出类似的结果

（B=-1.07，95%CI 为 -1.72~-0.43）。对家庭质量的

评估显示，良好的家庭质量与患儿生活质量呈正

相关（B=0.49，95%CI 为 0.35~0.62）。同时校正了

家庭影响后，父亲专制教养方式（以及母亲评价

表 2 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生活质量及家庭质量的情况
Table 2 Quality of life, parenting style, and family quality of childre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项 目        分类
得分

缺失 /n
M（P25，P75）

家庭教养方式
权威型 父亲   91.6±18.7   94.0（79.3，104.8） 16

母亲   97.7±18.3   99.0（86.0，112.0） 6
父亲评价母亲   96.3±18.4 100.0（82.0，110.0） 16
母亲评价父亲   90.1±20.8   93.0（75.0，105.0） 8

专制型 父亲   38.9±5.1   39.5（36.0，42.5） 15
母亲   40.2±8.3   40.0（34.0，45.0） 6
父亲评价母亲   40.0±8.6   38.5（34.0，45.0） 16
母亲评价父亲   39.4±4.6   39.5（37.0，42.5） 8

宽容型 父亲   38.0±5.2   38.0（35.0，41.0） 16
母亲   36.6±5.7   37.0（33.0，40.0） 6
父亲评价母亲   38.2±5.2   38.0（35.0，42.0） 16
母亲评价父亲   36.3±5.6   37.0（33.0，40.0） 8

生活质量评分   80.3±14.9   80.4（68.5，93.5） 1
家庭影响评分   72.3±15.7   70.8（61.1，86.1） 1

表 3 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3 Univariate analysis of quality of life in childre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变 量        分类 非标准化 B 值（95%CI） P 值
家庭教养方式

权威型 父亲   0.04（-0.11，0.19） 0.579
母亲   0.11（-0.04，0.25） 0.140
父亲评价母亲   0.04（-0.11，0.19） 0.575
母亲评价父亲   0.08（-0.05. 0.21） 0.206

专制型 父亲 -0.93（-1.44，-0.42） <0.001
母亲   0.08（-0.23，0.40） 0.607
父亲评价母亲   0.20（-0.12，0.52） 0.224
母亲评价父亲 -0.91（-1.46，-0.36） 0.001

宽容型 父亲   0.07（-0.46，0.60） 0.797
母亲   0.06（-0.40，0.52） 0.800
父亲评价母亲 -0.13（-0.66，0.41） 0.640
母亲评价父亲   0.22（-0.25，0.69） 0.359

家庭影响评分   0.49（0.34，0.6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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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专制教养方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仍然明显，

提示了家庭影响在其中可能存在中介作用，需要

进一步探讨家庭影响的中介效应，见表 4。
2.4 家庭质量在父母教养方式与肝移植术后儿童

生活质量关联中的中介效应

在校正了人口学特征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后，专

制型父亲教养方式与家庭质量的恶化有显著关联

（B=-0.75，95%CI 为 -1.31~-0.18），见表 5。进一

步 Bootstrap 中介效应分析（采用输入法校正患儿

年龄、主要照顾者、患儿出生时的母亲年龄、父母

文化程度、母亲的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教养

方式）结果显示，家庭质量有间接效应（间接效应

为 -0.33，95%CI 为 -0.70~-0.04），存在父亲专制

型教养方式→家庭质量→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

量路径，同时也有直接效应（直接效应为 -0.64，
95%CI 为 -1.12~-0.16），总效应为 -0.99（95%CI
为 -1.50，-0.43），提示家庭质量部分介导父亲专

制教养方式对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的影响，即

父亲的专制型教养方式过多，可能导致家庭质量变

差，进而影响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见图 1。

表 4 家庭教养方式、家庭影响与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的关联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upbringing， family influ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hildre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教养方式
非标准化 B 值（95%CI）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父亲专制教养方式 -0.98（-1.48，-0.48）a -1.00（-1.54，-0.47）a -0.67（-1.14，-0.20）a

父亲专制教养方式（母亲评价） -0.80（-1.34，-0.26）a -1.07（-1.72，-0.43）a -0.92（-1.47，-0.37）a

家庭影响评分   0.49（0.35，0.62）a

注：模型 1 采用逐步线性回归，校正患儿年龄、患儿移植年龄、主要照顾者、患儿出生时的父母年龄、父母文化程度；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校正了母亲的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教养方式；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纳入家庭影响因素。

所有模型在拟合时均通过共线性检测，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均小于 2，纳入模型的变量间不存在

共线性。aP < 0.05。

表 5 父亲专制型教养方式与家庭质量的关联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ther, s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and family quality

教养方式
非标准化 B 值（95%CI）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父亲专制教养方式 -0.78（-1.33，-0.23）a -0.73（-1.28，-0.17）a -0.75（-1.31，-0.18）a

父亲专制教养方式（母亲评价） -0.39（-0.99，0.21） -0.32（-0.92，0.29） -0.34（-1.04，0.36）

注：模型 1 为单因素分析，未校正混杂因素；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校正患儿年龄、患儿移植年龄、主要照顾者、

患儿出生时的父母亲年龄、父母文化程度；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校正母亲的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教养方式。VIF
值均小于 2，纳入模型的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aP < 0.05。

3 讨 论

随着肝移植外科技术的不断突破，肝移植手

术不仅延长了终末期肝病儿童的生存期，也为患

儿和家庭带来了新的挑战［16］。《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和“十四五”规划强调了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参

与的重要性，指出儿童的健康不仅在于治疗疾病，

还在于适应社会［17］。肝移植术后生活质量是儿童

肝移植远期疗效的重要评价指标，当前社会的关

注点也正逐渐转向如何提高这些儿童的生活质量，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18］。既往研究表明，

幼儿缺乏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父母在健康管理

中承担主要责任［19］。家庭作为儿童早期发展的首

要环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的教养方

式和方法对患儿的身心健康、行为习惯以及整体

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儿童接受肝移植

术后，这一特殊时期对于儿童的生理恢复和心理

适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重视肝移植术后

儿童的生活质量，不仅关注其医疗康复过程，而

且深入探讨和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其可能的作用

机制，对于指导家庭实施有效的支持措施、优化

患儿的生活体验以及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显示，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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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得分为（80.3±14.9）分，高于 2018 年杨旸等［5］

报告的结果。这可能归因于医疗技术的进步、更

有效的术后管理和康复计划，以及对患儿及其家

庭提供的心理和社会支持。然而，与健康儿童相

比，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仍然较低［20］。此

外，持续的医疗复诊、免疫抑制药物的不良反应、

心理问题以及社交和教育方面的限制也进一步影

响了患儿的生活质量［21］。因此，全面的医疗和社

会心理支持策略对于提高肝移植术后儿童及其家

庭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家庭质量

与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父亲的专制教养方式对于患儿的生活质量

造成负面影响。父亲作为家庭非主要照顾者，对

儿童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的原因可能与父亲在中国

传统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有关［22］。中国文化强调父

权和孝顺，导致父亲更倾向于采取严格控制的教

养方式［23］。这种教养方式会限制患儿的自主性和

社交发展，加重心理压力，从而降低他们的整体

生活质量。其次，家庭质量与肝移植术后儿童的

生活质量呈正相关，这与陆晔峰等［24］的研究结果

一致。肝移植对家庭生活质量产生的广泛影响可

能通过多条途径体现，包括增加经济压力、引发

家庭成员的焦虑情绪和心理负担、干扰患儿的社

交活动与学校教育，以及改变家庭结构和日常生

活习惯等［25-26］。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可能削弱患儿

的情感稳定性、社会参与和学业表现，进而影响

其整体生活质量。最后，父亲的专制型教养方式

与肝移植术后儿童的家庭质量呈负相关。原因可

能是专制型教养加剧了儿童的心理应激，阻碍有

效沟通，削弱父子间的情感联系，限制了肝移植

术后儿童的适应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7］。

本研究中，家庭质量在父母教养方式和肝移

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表现在父亲的专

制教养方式通过部分中介的作用影响肝移植术后

儿童的生活质量。这表明，一方面父亲的专制教

养方式会直接影响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父亲的专制教养方式通过削弱家庭质量

进而对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具

体而言，专制型教养风格，特别是父亲所采用的

教养方式，可能会削弱家庭内的有效沟通、淡化

亲子间的情感纽带，从而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和整

体功能的衰退［28］。考虑到家庭是为儿童提供心理

和情感支持的核心环境，这种功能的弱化可能会

降低儿童面对肝移植手术后康复等挑战时的应对

能力，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最终

对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29-30］。

综上所述，在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中实施更

加均衡和富有支持性的教养方法是有必要的。在

针对性制定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照护的干预策略

时，需要针对患儿父母的不同教养类型及偏好开

展健康教育与管理，同时对于父母在肝移植术后

儿童的长期照护进程中的角色进行不同定位与思

考，以期保持家庭的稳定功能并提升肝移植术后

儿童的生活质量。本研究主要聚焦家庭环境变量

对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探索家庭

因素的独特作用，但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结果的

混淆，未加入临床指标、预后情况和经济因素等

分析，这些因素可能对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未来

研究将纳入这些因素，以更全面地评估多重因

素对生活质量的作用机制，为改进干预策略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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